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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主要针对中国社会常见的小农户区别食物生产和消费、部分城市消费者区别

购买食物的现象，分析其成因和面临的挑战，以解答这种自下而上的底层食物自保运动能否

成为解决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的途径。研究发现，这种来自底层的食物自保策略的出现主要归

因于: 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从根本上致使食品安全出现危机; 商品化的食物脱嵌于原有社会

关系而不受社会规则约束; 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加重了食物信任的断链; 政府“自上而下”
治理和监管的失效。这种社会自保运动最终能否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是否能应对五个挑战:

一是捍卫来自种源安全的食物主权; 二是引导教育人数众多且分散的城市消费者; 三是有效

应对仍保留本土农业和食物文化知识的小农的代际更替和断层风险; 四是扩大并良性运行小

农与城市消费者共同构建的替代性食物互信网络; 五是代表国家权力的监督管理权威能否给

主流市场外的替代食物网络留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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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5 年底，中国粮食产量已经实现“十二连增”( 张翼、李慧，2015) ，达 62143. 5 万吨，

综合生产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在政府和学者一直强调“粮食安全”、“谁来种地”的同时，

中国的普通大众却在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和披露下忧心忡忡。无论是城市白

领还是乡村小农，“食物短缺”的时代似乎只存在于年长者的口述和电影的叙事中，他们

更关心的是食物质量安全。历年来经媒体曝光且引起公众关注，甚至恐慌的食品安全事

件层出不穷，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公信力由此遭受质疑。2009 年 2 月 28 日，中央政府颁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此法是在 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

基础上修改而来。然而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接踵而至，危机不断。2015 年 4 月 24 日，在对

2009 年《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基础上，中央政府通过并颁布了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食品

安全法”。伴随法律修订和实施的是政府机构和人员配置的重组和调整，其中最为突出

的变化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牵头和总揽角色的坐定，从中央到省、市、县、乡
( 镇)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的调整以及人员配备力度加大。作为食品生产源头的农业

领域，调整力度增大。以县级行政单位为例，增设农业局二级事业单位或部门———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以及农业安全生产执法大队; 畜牧局增设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大队; 卫生

局以及工商局抽调或者调出部分人员进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多部门联动出击进行食

品安全监督以及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处理。
然而，如此严厉密致的政府“自上而下”的立法和执法，仍然阻止不了食品安全事件

的发生。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一场引人注目的底层自下而上的食品安全社会“自救”
活动开始了，一些学者称之为“社会自我保护”( 周立、方平，2015) 。主要表现为作为食物

生产者以及消费者的广大小农户，由于对食物生产源头信息的掌握较有优势，采取了“一

家两制”( 彭军等，2015; 徐立成、周立，2014 ) 的区分食物生产方式、兼顾家庭生计和食物

安全的策略。而随后发起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替代食物体系则由一些中产阶级消费

者引领，在对主流食物体系包括第三方认证机构产生信任危机后，寻找商业超市以外的有

机或者绿色食品。在构建这个新型食物体系的过程中，学术机构、学者、非政府组织以及

实践者扮演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总而言之，无论是城市里的农夫市集、产销对接农超、特
色餐厅还是城郊形式多样的社区支持农业( CSA) 模式，甚至是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农村

社区中由合作社或者小农发起的社区支持农业，主要出发点之一即寻求安全放心的食物。
当前中国社会这种源自于食品安全危机的大众自我保护策略到底是什么? 以哪些方

式呈现? 其背后的根源仅仅是食品安全危机吗? 这种自保策略的未来和出路在哪? 这种

自下而上的草根行动能否帮助中国走出食品安全危机的困境?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

中国食品安全宏观背景，本文作者深入河南和广西两个农村社区，即南村和古村①，进行

参与式观察，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解答。

二、自保策略的体现及根源分析

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已有研究主要来自法学和管理学的治理实践研究和以经济学及

社会学为视角的分析，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周立、徐立成等人提出的农产品生产的“AB 模

式”( 周立等，2012) 、“一家两制”( 倪国华、郑风田，2014 ) 现象、“社会自我保护”( 徐立成

等，2013) 行为概念，是本研究“底层食物自保策略”的基础。而赵旭东和王莎莎( 2013 ) 、
张纯刚和齐顾波( 2015) 、徐立成和潘素梅等人( 2013) 则从食物信任，尤其是“差序化”特

征的食物关系角度，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加以深入分析。叶敬忠等( 2012 ) 、石嫣等

( 2011) 则主要从新型替代性食物体系，如巢状市场、社区支持农业视角，对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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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给予解答。雅苏达( John Yasuda，2015) 从政府治理规模与效能角度对中国食品安全问

题进行分析。本文正是基于上述研究，对这种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都加以关注的“食物

自保”现象进行分析。
( 一) 何为来自底层的“食物自保”运动?

“食物自保”运动是通过小农和部分城市食物消费者以及学者和实践者为主体的新

型社会关系或者网络的建立，将食物生产和消费环节直接对接，减少中间环节，重构食物

信任关系的一场实践。之所以是“自下而上”的运动，是缘于与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监

管相比，它是草根性质的、来自于社会的、自发的运动。它是超越市场经济理性的社会理

性表达，是食物市场“脱嵌”于自然和社会关系、文化惯习后引发的“反向运动”( 波兰尼，

2007: 18) 。它起源于小农消极的“个人自保”、“家庭自保”，再到城市消费者的“家庭自

保”，并在社区支持农业等模式引入后，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就目前来看，这种

自保主要以家庭为基本行动主体( 周立、方平，2015: 76)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来自小农户的“食物自保”策略

本文沿用周立等人的农产品“AB”模式理论( 周立等，2012: 31 ～ 32) ，A 模式为“为金

钱而生产”，农户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通过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抗生素和激素来增加食

物产量，衡量了食物交换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城乡、产业之间收益差距的现实，将这类

食物出售给市场上的“陌生人”，在匿名社会中获取现金和收益; 而 B 模式则是“为生活而

生产”，小农户以家庭为单位，按照传统种养习惯和饮食偏好进行基于家庭生存理性的生

产。在食品安全问题爆发之前，农户这种生产行为，往往是出于对家庭自留地、边缘小地

块、房前屋后庭院内空间的最大化利用，以维持家庭日常食物需求。随着食品安全危机的

深入以及农户经济条件的提高，农户对于 A 模式下食物安全产生担忧，进一步造就了这

种家庭生计和亲缘地缘两方面互惠的可持续的食物生产和消费模式，此种模式不计经济

成本和劳动成本，保证了家庭成员能得到安全且符合社区饮食习惯的食物。
2. 来自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食物自保”策略

城市食物消费者由于居住空间有限，无法像农村家庭那样进行家庭食物生产，因此常

规食物市场成为其食物来源渠道，在购买食物时，出于经济理性，食物价格成为其主要考

虑因素。但在食品安全出现危机后，部分城市食物消费者对常规市场途径上的食品安全

产生信任危机，因此部分放弃常规市场、超市的食物购买方式，转而在经济成本的考虑之

外寻找安全放心食品，建立或加入以熟人社会为信用基础的替代性食物网络，通过常规市

场以外的食物网络获取放心食物。这类消费大多由于家庭中有孕妇、婴幼儿等群体，或源

自对自身健康和环境友好的关注。
3. 由学者和实践群体或组织搭建的社会“食物自保”平台

在中国“三农问题”以及食品安全危机的合力下，一些高校、科研机构、NGO 组织的学

者和实践者在农村以小农户或合作社组织为代表的食物生产者和城市里关注食品安全的

食物消费者之间搭建了食物生产和消费短链对接平台，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促进城乡

融合协同发展。学者温铁军、何慧丽于 2006 年在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南马庄发起的“购

米包地”，及 2007 年促成该村建立的生态农业和城乡互助合作社，属于中国社区支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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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雏形; 2006 年国内最大的自给自足式 NGO 组织“爱农会”在广西柳州创立了土生良品

饭店; 2009 年开始，北京市小毛驴市民农园招募城市消费者成员，预售农产品份额，消费

者与农场共同承担风险，获得农场当地应季蔬菜，而劳动成员则根据劳动投入收获绿色蔬

菜，短时间内引起社会关注; 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等人在北京和河北几个村庄中发展“巢

状市场”项目; 一线城市陆续出现了有机农夫市集。类型各异的社区支持农业为代表的

替代性食物体系和网络的陆续建立，是大众在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失效背景下的抗争性

“自救”。
( 二) 源自于食品安全危机的“食物自保运动”的深层次归因

中国社会出现的大众“食物自保运动”，从表征上看，是食品安全危机触发了“人人自

危”，“家家自保”的行动逻辑，更是政府监管的滞后和力不从心。然而，食品安全危机已

经超越了食品安全问题本身，这种自保运动风靡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1. 从根源上看，现代农业与食物生产体系导致食品安全危机

在发展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出现了农业生产方式上的“现代主导”和

“传统的式微”。在现代农业与食物生产体系下，食品安全的风险早在源头———食物生产

环节便出现了: 植物类食物农化产品残留危害和种质基因改造带来的人类潜在健康风险

和环境危害; 动物类食物抗生素和激素过度使用使畜种安全出现隐患。食物链条的长距

化( 食物里程) 和交换关系的“陌生化”使得食物生产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人与食

物之间关系产生变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全面实施“包产到户”以来，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和食物体系

发生变化，取而代之的现代化农业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商品化食物的生产，化肥、农药、激素

等现代化生产投入品使用量激增。调研发现，依靠大田种植或大规模商业化养殖为主要

收入的农户是依赖现代农业投入品的主体，针对市场的逐利生产和匿名交换使得农户只

出于经济理性，忽视食品安全乃至环境影响。而对于“自己人”或者 CSA 模式下的农产品

生产，则采取传统的生态种养方式进行。散户经营监管成本大，因此食品安全在生产源头

便危机四伏。
以河南南村为例，全村耕地总面积 2860 亩，化肥使用面积达 2860 亩，平均每亩 100

斤 /年。该村 63 户受访农户主要农业收入是种植收入，水稻小麦 /玉米轮作，平均每人

1. 8 亩耕地，三种主要农作物的商品率达 100%，除了冬小麦为 80% ; 机械化率达 100%。
受访农户 100%都有面积为 0. 5 ～ 1. 0 亩的庭院种养，采用生态循环方式，产出为绿色蔬

菜、鸡蛋、水果，供家庭日常消费，偶尔会送亲朋。在学者的协助下，村支书引导部分村民

于 2005 年成立了无公害大米协会，“购米包地”、“快乐猪养殖”等项目使该村成为全国瞩

目的生态农业典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村庄的无公害大米在县城的实体店铺和郑州的

农消对接超市销量良好。而位于广西南宁市马山县的古村由于“九分石头，一分地”的自

然条件限制，全村耕地 2100 亩，人均耕地不足 0. 5 亩，化肥使用面积不足 1000 亩，每亩化

肥使用量不超过 50 斤。种植作物主要为玉米、黄豆 /黑豆。该村 63 户受访农户主要农业

收入为养殖收入，2013 年养猪数量全村达 3000 头，商品率几乎达 100%，且都是由猪贩子

来收购; 种植作物商品率不到 10%，玉米种植被区分为用于口粮和牲畜饲料。受访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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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都有不足 0. 5 亩的绿色地块种养，采用生态循环方式，产出为绿色蔬菜、肉鸡、水果，

供家庭日常消费，偶尔会送亲朋。2001 年该村与中科院团队合作，开展玉米育种项目。
2006 年与市场对接，2012 年成立马山县荣艳生态种养合作社，主要由 11 户老人组成，主

要种植绿色无公害蔬菜，养殖本地“黑猪”和土鸡，在爱农会的组织下发展社区支持农业，

直接供给 138 公里外的南宁市土生良品饭店①。
2. 市场“脱嵌”社会，食物商品化

尽管食物对于生命和健康而言是必需品，但它如今却沦为一种商品而非一种权利

( Weis，2007) 。商品化的食物交换是长距化的，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人与食物之间关

系异化，人与土地、食物与土地及社区之间关系断裂和异化，使传统社会“熟悉而固定的

食物”被“陌生且流动的食物”所替代( 赵旭东、王莎莎，2013: 76 ～ 77 ) 。食物消费者只在

乎食物的价格和质量，而不在乎食物的来源，食物生产者只注重用于商品化食物的经济效

益，再加上食物中间商和中间过程复杂化，生产与消费两端的断链。因此生产者以“己”
为同心圆的圆心，进行“内外有别”的区别化生产。商品化的食物凌驾于人类( 健康) 和自

然( 共生) 之上，市场原则成为社会的主导和支配力量，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助力下，脱离其

原本的社会关系，不受社会所控制。因此中国社会从下到上的食物安全自保行为属于典

型的波兰尼所谓的“市场脱嵌”于社会之后引起的“反向运动”( 周立等，2016) 。
3. 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加重了食物失信现象

商品化了的食物，使原生性的社会关系随着人与食物之间关系的异化而遭到瓦解。
实际上，人类社会并没有绝对的饮食安全。食物安全更多的是主观上的安全，它与人类的

社会伦理道德紧密联系。因此食物安全除了客观上的事实性安全以外，更重要的是其主

观上的安全，即食物信任。对于中国人而言，对食物的信任程度，更多地不是取决于科学，

也不是由制度而定，而是依托于与此相关的人以及自身与其关系远近。在中国传统村落

社会中，基于家庭自给自足的食物关系，人与食物的关系非常紧密，且传统生态的混合种

养循环模式使得食物与土地、社区之间的关系亦非常密切，人们对食物的信任是不假思索

的。因为食物是“熟悉而固定的”( 赵旭东，王莎莎，2013: 76) ，然而现代化农业与脱嵌于

社会的食物关系是以市场为中心的，食物与人、土地、社会、文化的距离正如食物里程的长

距化的日益拉长一样，食物与时节的关系也在疏离，全球化的食物链条传送到消费者面前

的食物选择是“陌生而流动的”，食物被贴上标签，被品牌化，人们选择的是标签而非食物

本身及其社会关联，因此匿名化的食物市场社会里充斥着“互害”、“逐利”、“失信”、“有

组织的自保”。
4. 中国政府“自上而下”行政监管的失效

正如约翰·雅苏达( 2015) 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食品安全治理凸显出了政府监管的

失效。从治理的扁平化和垂直化效率上看，失效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正如上文所述，现代

化的农业和食物体系注定导致食物危机，中国弥散化的小农农业使政府监管难以覆盖，食

品安全危机只是一系列危机的一个表征。中国政府的危机治理是迫于民生和舆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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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是寻求执政合法性的必然举动，尤其对于中央政府而言。2009 年和 2015 年的食品

安全法是表明了政府的治理决心。但在现实操作层面，地区间差异性大，食品安全问题涉

及的部门之间衔接和联动执行困难，因此在 2015 年之前，法律和政策主要停留在文本、中
央及省级政府层面，治理主要是事后危机治理。因此屡受民众质疑。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新法开始在广西自治区进行试点推行，本文所调研的马山县入

选为广西自治区的食品安全试点县。在调研过程中，作者深入走访食品安全监管的机构

和部门: 农业林业局的农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农业生产安全执法大队、畜牧局动物卫

生监督执法大队，以及该县食品安全主要牵头机构———县食品药品监督局。在访谈和实

地亲身参与执法和新法新规培训时，各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实施人员纷纷表示: 食品

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食品从源头到餐桌如此多的流通环节，监管对象杂散，无论是哪

个环节出现事故，负责的人员不单是要丢了饭碗，甚至是要面临牢狱之灾。“干这一行，

是过了今天没明天”、“走钢丝”。基层执法人员面临执法主体的合法性困境，承担了巨大

的职业风险，部门之间的“真空”地带权责难以划清。虽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县到乡

镇配置了工作人员，甚至在村一级设置了食品安全观察员，但是这些人员几乎 90% 左右

都是业务新手，一些是从工商局、卫生局转编的，培训过程中，新法新规的解读和实际操作

始终成为困扰行政人员的难题。“摸着石头过河”是他们的一贯描述。而负责农产品生

产环节安全的农业局人员则是非公务员编制，属于农业局的二级事业单位，其主要工作仍

然是常规性的例行检查工作。加上设备和技术的老旧，人员的断层，执法困境重重。

三、食物自保运动的未来? 食品安全危机的出路?

这种自保策略的未来和出路在哪里? 这种自下而上的草根行动能否帮助中国走出食

品安全危机的困境? 其结论取决于食物自保策略本身的局限和可持续性、以及外部环境

所给予的空间，即取决于如何应对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 一) 如何捍卫来自种源安全的食物主权

如前所述，在现代化工业农业的挤占下，传统小农户的生态种养方式遭到了废弃，传

统生态农业被留在了“庭院里”和“深山里”。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和食物关系构建中替

代性食物信任关系的建立实则是一种现代化、规模化的悖论。食物自保策略是一种带有

明显群体区分性的“自保”模式。差序食物信任策略的建构对于社会整体的食物安全而

言，是一种消极保护运动，这一替代食物体系所能提供的食物总量有限，同时面临规模化

的悖论，更面临种源安全的威胁。在中国现行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主流主导下，在超级

市场从大中小城市扩张到乡镇的强劲势头下，这种草根的、非主流的生态农业和替代性食

物网络的运动到底有多少空间，值得观察和思考。
食物主权( Wittman et al． ，2010) 的捍卫不仅仅是底层的抗争，当前的食物自保虽在

食物生产的源头和农作方式上在力图保证安全和生态，然而调研发现，受访合作社负责人

和普通农户纷纷表示，种植作物的种源和动物幼崽的获取不得不依靠市场化的商业品种。
现代化农业的标准化和从简化( simplification) 、资本导向、技术垄断和农业知识的精英化、
实验室化，使得农民反倒成了被动的知识和技术接受者( recipients，customers) ，而非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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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新的参与者( Weis，2007: 29) 。在种植上，以玉米为例，南村当地原有种质早已绝

迹，农民已经不再有培育主要作物种子的观念和能力，市场上的玉米品种主要是迪卡

008、正大 619 和先玉 335 等美系种子。相较而言，古村因饮食习惯( 当地人喜吃玉米粉熬

制成的玉米糊) 和育种项目，仍保留有当地玉米品种种质“墨黄”和“墨白”。但在商业种

子强势挤占下，当地玉米品种不仅面临种植规模和流通上的困境，也面临“基因污染”的

风险 。由于山高地偏，该村成为当前中国为数不多的传统农业方式保留较多之地。
在养殖方面，两个村庄目前只有古村的合作社和个别农户在养殖当地黑猪，并且进行

仔猪繁衍，市场上购置的“白猪”往往需要配备“浓缩饲料”进行喂养，自养黑猪往往都是

配备玉米粉熟食喂养，并添加青菜、野菜和剩饭、潲水为辅食。但市场上充斥的是大批量

的商业改良猪种，饲养较为省力，且瘦肉多。消费者食物主权的丧失主要体现在可供选择

的食物主要被“食品帝国”( 范德普勒格，中文版，2013) 所控制。全球食品经济利益分配

严重不均，中国广大小农，正经历着跨国农资和食品公司的“隐形”盘剥，中国食物主权的

生产主权和国家主权正遭受着来自跨国资本的威胁。
( 二) 自上而下的监督管理权威如何为替代食物网络留存空间

“自上而下”的食品安全监管和农业安全生产监管属于行政指令式的，全国上下“一

刀切”。中央政府在食品安全危机治理中不断修订新法，表示治理决心，在行政上加大投

入，地方政府如马山县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局的人员编制 2009 年为 19 人，现今编制为

96 人。在纵向上，辖区的每个乡镇农业推广部门设置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再在村

级配置两名监督员。这种网格化的食品安全监管和首长负责制度、人员指定片区负责制

度，使得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对乡镇和村级的农产品市场和小作坊、小商品、学校食堂进

行的不定期抽检，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集体性的食品安全事件。但代价是: 传统小农社会

的习俗和替代性食物网络在这样的强势管理权威下，面临被挤压和扼杀的命运。针对小

作坊的管理条例使得许多文盲以及不懂行政流程的传统食品生产作坊被迫关闭。按照细

致的食品安全管理量化条例，古村的传统手工作坊几乎都面临关停，流动商贩、当地人随

地售卖自产农产品等均被限制。传统婚丧嫁娶的酒宴和聚会人数超过 50 人就要报备。
因此，食品安全检测和判定标准的技术化、量化和标准化的管理，一方面给食品安全治理

带来技术上的效率和信度，另一方面也引发思考: 到底什么是安全? 量化的标准是否在一

定程度上是对多样化饮食和传统饮食文化的解构甚至扼杀? 这对小农的生计以及 CSA
有什么样的潜在影响?

( 三) 如何引导教育人数众多且分散的城市消费者

如果说消费者食物主权的丧失是现代食物体系所造成的，那么现代生活方式和饮食

文化的流行，使得消费者在面对土地和其衍生品———食物———的剥离时，早已变得麻木，

甚至在客观上推动这种现代食物体系的运转。消费者与小农同样人数众多而分散，且来

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当前的自保运动主要限于城市中产阶级人群，人数有限。消费者饮食

习惯已经被市场养成，如喜欢口感嫩脆的蔬菜、且以“大”为优，水果以“甜”为优，外表要

好看，猪肉则以“瘦肉”最为受市场欢迎。正如古村合作社负责人向我们抱怨的，“城里人

喜欢吃嫩嫩的菜，村里的种菜老人习惯让菜长老一点，我们不放化肥，所以菜看起来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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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大、那么嫩，没那么好看。城里人不喜欢有肥肉的猪肉，所以合作社养的黑猪养了一年，

不放( 饲) 料的，比市场上瘦肉猪肥肉多，在市场上卖不出去，但是可以卖给 CSA 饭店。”占

社会主流的生活方式是现代化的，高消耗的，以全球化食物为优的。且在有机认证出现丑

闻之后，当前中国社会对于官方有机食品的认证采取不信任态度且对有机以及相关概念

混乱模糊。食物自保运动生长于这样的社会土壤上，其未来和影响力到底如何，取决于对

广泛食物消费者群体进行有机饮食和环境保护观念和行为转变的教育。
( 四) 如何应对拥有本土农业和食物文化知识的小农面临的代际更替和断层风险

底层的食物自保运动首先源于小农的自保，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无论是基于小

农家庭的食物行为的习惯还是出于基本的安全考虑，确确实实地持续了多年。这是现代

化农业主导下中国传统农耕的“最后一块”“自留地”，在遭受城市食物消费者和社会的关

注和道德指责时，却也迎来了食物消费者出于“自保”的联合和学者实践者的推动和促

成。这样的一场来自社会的运动，面临外部环境的挤压，自身内部可持续发展又主要依赖

于仍保留传统本土农业、食物文化和知识的小农对所面临的代际更替和断层风险的应对。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化过程，充斥的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

去小农化是主流。“去小农化”，并非是农民的终结，它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工业化农业发

展及对农业的控制、市场一体化和增加食物里程的环境非理性所协力造成的一种现象

( Weis，2007: 25) 。
南村位于中国农业、人口大省河南省，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该村经历了外出“乞讨

潮”，再到“务工潮”。调研期间，在村里几乎见不到 20 ～ 30 岁的年轻人，受访的 63 户农

户，每户都至少有 1 ～ 2 人每年在外务工超过 6 个月以上。村里的合作社负责人也在犯

难，没有年轻人跟着“一起出点子，一起干”。而古村的年轻人更是梦想着早日能“走出大

山”，受访的 63 户农户，除了两户在镇上做小生意以外，剩余农户每家都有超过 2 人每年

在外务工超过 6 月以上，绝大部分是超过 11 个月。用当地人话说“靠地没得地种，靠天不

是涝就是旱，种地不得吃，不出去不得”①。农业女性化和老龄化现象在两个村庄都十分

明显。小农数量的迅速减少和乡村的荒废，使得农业劳动力呈现短缺，而常居村内的老弱

病残妇幼，成为“留守人口”( 叶敬忠、贺聪志，2008 ) 。最为关键的是，乡村“空心化”和

“去小农化”由发展主义主导下的现代化模式所致，反倒成为进一步推进和发展农业现代

化、规模化、工业化所要面临的“三农”现实。当前的食物自保运动主要是以社区支持农

业为主，依靠的主体是拥有自然农法和饮食文化知识的本土农民，伴随去小农化，这个群

体人数骤减，更面临代际知识的断层风险。在南村访谈时，农户说: “就算有足够多的有

机肥来种地，也没那么大力气运肥，年轻人都到城里挣钱了，谁愿意拉粪，嫌脏嫌累”。在

古村，会做传统旱藕粉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父母辈的人拥有手艺，但“做不得( 动) ”了，工

艺复杂。
( 五) 小农与城市消费者替代性食物互信网络如何扩大且良性运转

如果说这场社会自保运动是出于个体和家庭的生存理性的话，那么合作和信任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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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持续发展的灵魂。新生的替代性食物体系通过熟人关系或者差序化社会关系，重建

食物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然而这样的信任关系网络能否扩大并成为解决食

品安全问题的内生性力量，一方面，受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互信

的替代性食物网络的自身良性运转。当前大多数 CSA 模式中的经营主体与本地传统农

民对于种养标准和理念不统一，城市消费者对于产品类型多样化要求较高，且要求新鲜

度，但往往习惯了常规农产品市场的低价，因而对生态农产品的价格接受和观念转变需要

一个过程。如古村的合作社与爱农会饭店的合作由于是口头协定，出现了生产量与需求

量的不对等问题，饭店与合作社的合作最终终止。合作社负责人缺乏营销手段，又受到当

前有机食品市场的混乱影响，还出现了个别 CSA 农场快速融资卷走会员费用的恶性事

件，因此信任建立更加困难。经过努力，合作社于 2015 年 5 月底开始与南宁市“妈妈团”
合作，定期供应蔬菜和当地土产品。不过，加强后续的服务和管理，以及生产过程的信息

透明仍然是维系合作信任关系的根本。
总而言之，这种来源于食品安全危机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自保运动与政府自上而下的

食品安全监管在应对当前中国食品市场的危机中，是并行不悖的。在中国农业与食品体

系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化的过程中，食物市场脱嵌于社会，引发了以食品安全危机爆发为代

表的问题后，社会自下而上的“反向运动”———底层食物自保运动已经成为食品安全治理

中一股不可忽视的自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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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om － up Food Self － protection Arising
from China’s Food Safety Crisis

Zhang Li，Wang Zhen ＆ Qi Gubo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China’s food safety has become an issue of public concern． In Chinese so-
ciety most small farmers and some urban food consumers have to adopt a self － protection food strategy． Focu-
sing on this common phenomenon，this paper is dedicated to analyzing its causes and challenges． It predicts
whether this bottom － up food self － protection can solve China’s food safety crisis． Based on rich field research
material，there are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In terms of its causes，fundamentally，modern food and farming
system results in the food safety crisis in China． Moreover，a lack of trust between people aggravates the scis-
sion of food trust，in addition to failur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top － down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We
propose that small farmers have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food for money and food for life，in alliance with ur-
ban consumers concerned with food safety，to join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together with some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However，whether this self － protection strategy can resolve the crisis depends on its challenges．
First is defending food sovereignty，especially crop seeds and baby livestock sovereignty． Second is cultivating
numerous diffuse food consumers． Third is how to protect dispersed small farmers who preserve local food and
farming traditions and knowledge． Fourth is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mutual trust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 The
final challenge is whether the authorities will allow some space for self － protection．
Key words: Food Safety Crisis; Food Self － protection;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 AFNS) ; Food Sovereig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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